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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危机期间美国贸易政策比较 

 

要点 

⚫ 大萧条和次贷危机期间，美国分别采取了全面

提高进口关税和扩大区域贸易协作这两种截

然不同的贸易政策。 

⚫ 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是两次危机期间美国

贸易政策形成差异的原因。 

⚫ 当前，全球经济再次面临严峻挑战，美国的贸

易政策走向却充满了不确定性。但可以肯定的

是：政治因素仍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关键因

素，经济因素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抑制作用正在

削弱，国际社会愈发难以约束美国在贸易领域

的单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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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大危机期间美国贸易政策比较 

大萧条与次贷危机是近一个世纪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

最为严重的两次经济危机。两次危机期间，作为危机“暴风

眼”的美国实施了截然不同的贸易政策：大萧条时期，美国

采取了极端贸易保护主义，出台了备受争议的《斯穆特-霍

利关税法案》；次贷危机期间，美国则采取相对温和的贸易

政策，不仅没有大范围增加贸易壁垒，反而积极开拓外部市

场，推动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贸易政策差异背后的

原因值得深思。 

本文比较大萧条和次贷危机期间美国贸易政策的异同，

从贸易政策制定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分析差异

形成的原因，为预判美国贸易政策方向与中美贸易谈判下一

阶段走势提供参考。 

一、两次危机期间美国贸易政策概况 

（一）大萧条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 

《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以下简称“关税法案”）不

是引发大萧条的首要原因，但法案的出台显著加剧了大萧条

期间的进口萎缩和经济衰退。关税法案的起草工作在 1928

年胡佛总统正式就职前就已启动，其制定的初衷是为低迷的

农业部门纾困。但关税法案在制定和审议的过程中逐渐偏离

目标，来自制造业发达地区的议员纷纷要求提高相关制造业

产品的关税水平。最终法案上调了 890 项税目，占总应税税

目的 27%，应税进口产品平均税率提高至 41.14%，比 1922

年通过的《福尼特-迈坎伯关税法案》的平均税率高出约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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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百分点。
1
 

表 1  大萧条与关税法案的重要时点 

时间 事件 

1929年 1 月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举行关税修正听证会 

1929年 3 月 
胡佛总统就职，呼吁国会就“农业救助和有

限关税调整”召开特别会议 

1929年 5 月 28日 众议院以 264 票对 147 票通过关税法案 

1929年 10 月 24 日 股市突然暴跌，史称“黑色星期四” 

1930年 3 月 24日 参议院以 53票对 41 票通过关税法案 

1930年 6 月 17日 胡佛总统签署关税法案，法案于次日生效 

 

美国出台关税法案是其他国家提高关税的导火索，在主

要经济体间引起了一场关税大战，最终导致全球贸易体系崩

溃和金本位瓦解。1930 年美国关税法案出台后，其他主要经

济体相继采取报复行动。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西班

牙、意大利等国家集体抵制美国产品，一些国家出台针对美

国商品的关税法案，西班牙甚至收回了赋予美国的最惠国待

遇。1929 年至 1932 年，美国进出口额下降了近 70%，而同

期 GDP 下降水平为 25%。贸易萎缩导致各国外汇贬值和黄金

流失压力剧增。1931 年 7 月，德国启动外汇管制限制黄金外

流，9 月英国宣布放弃金本位并允许英镑贬值，此后多国效

仿英国放弃金本位，金本位制度逐渐瓦解。 

（二）次贷危机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次贷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将主要精力用于说服国会

通过财政刺激计划和新金融监管计划，贸易政策没有得到过

多关注。2009 年美国进口量急剧下降，美国国内主要行业没

 
1
 数据来源：美国商务部，《贸易的冲突：美国贸易政策 200年》。 



 
两次大危机期间美国贸易政策比较 

 

4 

 

有承受外部竞争的压力，贸易保护主义没有向政府和国会施

压。2009 年，白宫唯一一次实施贸易保护政策是针对中国进

口的汽车和卡车轮胎加征关税。 

2011 年共和党执掌众议院后，奥巴马政府为确保两党有

共同努力推进的议题而转向贸易政策，其连任后更是积极倡

导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在共和党的敦促下，2011 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巴拿马、哥伦比亚和韩国的双边贸易协定。

2011年和 2013年，美国分别启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

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TTIP）谈判。2015 年

6 月，美国国会批准授予总统奥巴马贸易促进权
2
，促进了 TPP

协定于当年顺利达成。 

二、两次危机期间美国贸易政策差异的原因 

（一）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是大萧条和次贷危机时期美国贸易政策呈现

显著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具体体现为： 

一是两党在贸易政策态度上的差异。总体而言，共和党

主张保护性高关税，民主党主张低进口关税。美国显著的政

治地理特征是形成两党贸易政策差异的重要原因。美国农业

和制造业布局相对集中，贸易构成相对稳定，各地区形成特

定的经济利益集团。民主党与共和党两党主要支持势力的地

区分布与经济利益集团的地区分布高度相关：党派形成初期，

民主党的主要支持势力分布于南方农业地区，需要低关税支

持大宗作物出口；共和党的主要支持势力则主要分布于北方

工业地区，需要保护性高关税减轻外部竞争。19 世纪 60 年
 

2
 “贸易促进权”是指国会授予总统与其他贸易伙伴国谈判并签署新贸易协定的权利，国会

只能批准或否决贸易协定，不能修改贸易协定内容。2018年 6月，美国国会同意了总统特

朗普的延长贸易促进权的请求，将其期限延至 2021年 6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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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南北战争结束后至大萧条爆发前，共和党占据美国政坛的

优势地位，期间 16 位就任总统中有 12 位来自共和党。1928

年共和党人胡佛在大选中获胜，维持了此前形成的高关税贸

易政策趋势。大萧条与高关税贸易政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使

民主党恢复政治强势，主导了二战以来美国贸易政策向互惠

协定方向的转变。 

二是“统一政府”进一步放大两党的贸易政策差异。众

议院、参议院和白宫分立给立法过程设置了三个“否决点”。

除非三者在同一政党的控制下，即形成“统一政府”，否则

贸易政策很难有重大变动。两次危机期间，两党都形成了“统

一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助力共和党推动关税法案出台和民

主党在次贷危机爆发初期有效抑制贸易保护主义。 

三是总统个人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力不同。大萧条促进美

国贸易政策制定的主动权由国会向总统转移。1934 年美国国

会通过《互惠贸易协定法案》，规定总统可以在不经过参议

院批准的情况下与外国政府就关税减让进行谈判并签订贸

易协定，1974 年美国国会授予总统“贸易促进权”，总统个

人对贸易政策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二）经济因素 

一是经济全球化程度不同。从大萧条到次贷危机，世界

各国经济依存度显著提高：全球贸易占 GDP 比重由 1928 年

的 16.7%上升至 2007 年的 51.6%；1980 年以来全球 FDI 年均

增长率约为 5%，高于同期 GDP 年均增长率。跨国公司的全球

化布局使各国产业链深度融合，美国制造业利益集团的态度

由支持高关税以减少外部竞争转向支持低关税以降低生产

环节成本。 

二是救市手段和政策工具不同。大萧条期间可用于稳定



 
两次大危机期间美国贸易政策比较 

 

6 

 

宏观经济的政策工具非常有限。由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分

别受金本位制度和预算平衡的制约，贸易保护政策成为大萧

条时期政府救市的重要手段之一。相比之下，次贷危机时期，

政府救市手段和政策工具更加丰富。货币政策方面，次贷危

机爆发后，美联储采取下调联邦基金利率、与主要央行开展

外汇流动性掉期、与金融机构开展资产置换等手段快速向市

场注入流动性，随后在 2008 年至 2012 年实施三轮量化宽松

政策；财政政策方面，美国于 2008 年和 2009 年两次出台一

揽子经济刺激计划，并于 2011 年启动“先进制造业伙伴”

计划，大力支持高端制造业发展。 

（三）社会因素 

一是国际组织的协调作用。大萧条期间，由于各国间缺

少统一的居中调停机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愈演愈烈。二战

结束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等国际组织成立，极大促进了经贸领域的国际合作。次

贷危机期间，国际组织在保障贸易正常化、维护货币体系稳

定、助力世界经济复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协调作用。 

二是历史经验的警示作用。大萧条时期贸易保护主义造

成的严重后果深刻影响了此后全球贸易政策倾向。次贷危机

爆发伊始，美国社会即出现对贸易保护主义和以邻为壑政策

卷土重来的担忧，其他主要经济体领导人也在 G20 峰会等场

合呼吁摒弃贸易保护政策。因此，大萧条时期形成的经验教

训也是造成两次危机期间贸易政策差异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结论与启示 

两次危机期间，美国的贸易政策受政治、经济、社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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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影响呈现显著差异。具体而言，政治地理特征导致美国

两个主要执政党的贸易政策分歧，“统一政府”在贸易政策

制定过程中扩大了两党分歧的政策效果，总统在贸易政策中

的权力扩张放大了美国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经济全球化、

救市手段创新、国际组织的协调、以及大萧条时期的历史经

验都不同程度抑制了次贷危机期间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分析两次危机期间美国贸易政策差异形成原因，有助于

预判美国贸易政策趋势。2016 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

国贸易政策一改大萧条以来形成的互惠倾向，贸易保护主义

再次占据上风。当前，全球经济尚未完全摆脱次贷危机的负

面影响，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又使各国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甚至

衰退，再一次形成与两次危机相似的局面。结合前文的比较

分析，可得出以下关于美国贸易政策的基本判断： 

一是政治因素仍是影响美国贸易政策的关键因素。特朗

普上台后，两党贸易政策分歧加大，共和党推崇以贸易战的

方式推动双边贸易协议签订，民主党则主张通过签订区域贸

易协定以扩大美国出口市场。2020 年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将奠

定美国贸易政策总基调，总统的贸易促进权将在签订双边/

多边贸易协定中发挥重要作用。 

二是经济因素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抑制作用正在削弱。一

方面，疫情影响下，美国政府和跨国企业将重新审视美国本

土产业链重构问题，进一步助长逆全球化趋势。另一方面，

长期来看，美国“无限量”量化宽松政策将刺激财政赤字和

债务水平持续上扬，进一步压缩宏观调控政策空间，救市工

具失灵可能导致贸易保护政策重启。 

三是国际社会愈发难以约束美国在贸易领域的单边主

义。一方面，美国蓄意破坏世贸组织的上诉机制，曾连续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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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否决启动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遴选程序，大幅缩减上

诉机构 2020 年预算，最终导致世贸组织上诉机构于 2019 年

12 月停摆。另一方面，2018 年以来美国单方面挑起与中国、

加拿大、韩国、印度、比利时、土耳其等国家的贸易争端，

对手国的反制措施对美国贸易政策影响甚微。 

 

（执笔：蒋晓婉） 

 


